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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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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2个子系统出发，构建 12个准则 34个指标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指标体系，应用变异系数 TOPSIS 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 Moran’sI 指数，实证分析云南及 16个州市脱贫户经济社

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和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2 个子系统基本同等重要；(2)2 个子系统总体发展

水平不高，但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且生态环境增速高于经济社会，大多数州市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3)耦合度

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多为中度协调；(4)空间集聚性增强，区域差异有缩小趋势。因此，应通过提升医疗养老

保障力度，提高人口质量，优化资源配置，关注富裕州市脱贫户生计，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修复和保护等，不

断推进云南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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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标志着中国农村发展进入后脱贫时期，绝对贫困已被消除，农村发展重心由贫困治理转向乡村振兴。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其后又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2021 年中央 1 号文件

更是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主题。中国农村的乡村振兴，也就是农村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1]，意味着中国的乡村振兴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方位振兴[2]，需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兼

顾生态环境。当前，人们已认识到资源高消耗和危害生态环境的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超越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造成雾霾、泥石流等严重生态问题，为此党中央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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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银山”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3]。可见，经济社会的生态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位于中国西部的云南省，其在精准扶贫阶段的国家级贫困县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贫困面广且程度深，尽管 2020 年云南所有

贫困县均已脱贫摘帽，全部贫困人口均已脱贫出列，但由于刚刚脱贫，其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有待加强，返贫风险较高，还

处于脱贫巩固向乡村振兴的过渡阶段。2021 年中央 1 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

之日设立 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现有的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4]。因此，对于刚脱贫的脱贫户依然实施脱贫不脱钩的动态管

理扶持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云南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动态演变情况及空间格局，有助于通过发

现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同步发展阶段和程度，及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变化态势和区域差异，提出

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缩短过渡期，推进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中，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和热点问题[5]。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就有学者提出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以及大众生态环保意识的加强，国内外逐渐涌现出大量关于经济、社

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也造就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全新经济发展模式[6,7]。 

当前，研究者们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理论、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

化大致呈倒“U”型，经济活动通过资源投入推动产业结构演变，进而影响生态环境，当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过度开发超过生态

系统承载能力则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范围内，否则经济增长必然会受到生态系统的限制

而停滞，由此要求经济环境应协调发展，以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8,9]。当前，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

逐渐从定性向定量和动态评价方向发展，但还未形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统一评价指标系统，各研究者根据研究

侧重点的差异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基于 PSR 模型，系统性构建包括未来协调度和当前协调度的两大类 169 个评价指标
[10]
；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构建包括经济水平、结构、效率、活力、质量和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生态环

境保护 9个指标[11]；从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效率、社会影响、产业结构、经济水平、资源利用、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构建指标体

系[12]；等等。关于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有新古典增长模型[13]、投入产出模型[14]、内生经济增长理论[15]、库兹涅茨曲线模型(EKC)[16]、

系统动力学[17]、非线性识别熵耦合模型[18]、模糊数学法[19]、灰色预测模型[20]、熵权耦合协调模型[21]等。这些方法各有其优点，但

从现有研究来看用得较多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的主要是熵权耦合协调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逐渐由定性转移到定量；由静态过渡到动态；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变换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可持续发展。但纵观现有的研究，从乡村振兴视角，以脱贫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经济社会与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研究从乡村振兴角度分析 2017—2019 年云南省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

时空动态演化及区域分异规律，也就是结合乡村振兴指标构建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评价结果，逐层分析云南省脱贫户经

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间变化特征，并探讨同一时间节点上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最后根

据评价结果和空间分布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由此推进云南省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尽快从稳定脱贫成效过渡

到乡村振兴。 

1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指标体系 

1.1 研究方法 

1.1.1 变异系数 TOPSIS 法 

变异系数法和 TOPSIS 法两者进行结合就得到变异系数 TOPSIS 法，变异系数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它可以直接对指标数

据进行数学处理求得指标权重。这样就减少了主观赋权中人为的干预和影响，增强了结果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信性。TOPSIS 法

最先用于系统工程，在多个方案的多目标决策中选取最优方案，它是一种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通过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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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方案的距离来获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距离，从而对评价对象加以排序，具体计算过程可参看宋成舜等[22]和张

焱等[23]的研究。最终得到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数 C(也叫贴近度)值，0≤C≤1，C值越接近 1，表明经济社会与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参考文献以及结合云南实际，将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划分为 5个等级，分

别是：[0,0.1]为低水平；(0.1,0.3]为中低水平；(0.3,0.6]为中等水平；(0.6,0.8]为中高水平；(0.8,1]为高水平[24,25]。 

1.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参考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系数模型，得到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耦合度模型，由此反

映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程度[26]。计算公式为： 

 

尽管耦合度能够定量分析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并对系统发展秩序进行预警，但它不能反映研究系统的综合发展

水平，难以测度研究系统的整体功效[27]。为了更好地评判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协调程度，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评判

各子系统的优劣等级，避免出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两系统均发展较低但耦合度高的状况[28]。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 为耦合协调度值，U 为耦合度值，R 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整体

协同效应；C1和C2表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评价分值，也就是前述的贴近度值；λ、η为待定系数，两者之和为 1，本研究认

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同等重要，也就是 ；Q,U∈[0,1]，按照[0,0.3]、(0.3,0.5]、(0.5,0.8]、(0.8,1]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表示低度耦合、拮抗、磨合和高度耦合，以及低度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和极度协调[29]。根据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综合

评价指数特征，可将耦合协调类型分为三种，当 C1<C2，表明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型；当 C1>C2，表明处于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

当 C1=C2，表明处于同步发展型。 

1.1.3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包含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两个方面。在本研究中，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探究云南脱

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在整个区域的空间关联性和差异性；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描述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在各个州市上的空间关联性和差异性。由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Moran’sI)多位研究者已经详述，因此本文

不再累述，具体计算方法参看蔡进等[30]的研究。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时间段为 2017—2019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省精准扶贫大数据工作平台、《云南省脱贫攻坚数据报告(2017—

2019 年)》1，2016—2020 年《云南统计年鉴》、2016—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6—2020 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等，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模拟得到。研究中涉及的脱贫村、脱贫户和脱贫人口为精准扶贫阶段建档立卡贫

困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中脱贫出列的全样本数据。由于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退出和进入多以户为单位，因此本文以云南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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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脱贫户作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测度的主要研究对象。 

1.3 指标体系构建及说明 

表 1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系统层 子系统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单位 方向 熵权 排序 

经济社会与生态 

环境总系统 

经济社会系统(A) 

经济效益 A1 0.093 

资产收益户数占比 A11 % 正 0.041 7 

集体经济收入 A12 万元 正 0.021 24 

人均可支配收入 A13 元 正 0.031 15 

产业发展 A2 0.037 

特色产业扶持户数占比 A21 % 正 0.019 26 

农民专业合作社个数 A22 个 正 0.018 27 

就业状况 A3 0.038 

转移就业扶持户数占比 A31 % 正 0.016 30 

务工人口数占比 A32 % 正 0.022 22 

住房保障 A4 0.081 

易地扶贫搬迁户数占比 A41 % 正 0.027 19 

农村危房改造户数占比 A42 % 正 0.023 20 

人均住房面积 A43 平方米 正 0.031 16 

医疗养老保障 A5 0.145 

大病集中救治户数占比 A51 % 正 0.047 3 

医疗兜底保障户数占比 A52 % 正 0.042 5 

兜底保障户数占比 A53 % 正 0.036 12 

养老保险户数占比 A54 % 正 0.020 25 

人口质量 A6 0.108 

高中及以上人口占比 A61 % 正 0.033 14 

技能劳动力占比 A62 % 正 0.040 9 

精准资助大专以上户数占比 A63 % 正 0.035 13 

生态环境系统(B) 

自然资源供给 B1 0.097 

年均降水量 B11 毫米 正 0.030 17 

年平均气温 B12 ℃ 正 0.011 34 

人均可用水资源量 B13 立方米 正 0.056 1 

地形地貌 B2 0.038 山区村占比 B21 % 逆 0.038 11 

生态环境压力 B3 0.077 

未解决安全饮水户数占比 B31 % 逆 0.015 32 

无卫生厕所户数占比 B32 % 逆 0.02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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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生活用电户数占比 B33 % 逆 0.017 28 

无垃圾集中堆放点村数占比 B34 % 逆 0.017 29 

生态环境治理 B4 0.133 

人均退耕还林面积 B41 平方米 正 0.042 4 

人均牧草地面积 B42 平方米 正 0.041 6 

人均林果地面积 B43 平方米 正 0.050 2 

生态扶持 B5 0.095 

户均生态补偿金额 B51 元 正 0.039 10 

生态补偿户数占比 B52 % 正 0.016 31 

生态岗位扶持户数占比 B53 % 正 0.040 8 

生态环境效益 B6 0.058 

植被覆盖度 B61 — 正 0.015 33 

人均绿化面积 B62 平方米 正 0.020 23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B63 — 正 0.023 21 

 

在进行评价前，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指标体系。李茜等[31]基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构建了 8个子系统和44个指

标对中国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任祁荣和于恩逸
[5]
从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两个方面构建 7 个子系统 27 个指标

对甘肃省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分析；李苒等[32]从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构建 10个子系统 24

个指标从县域角度对陕西省榆林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探析。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基于科学性、全面性、系

统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并充分考虑乡村振兴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基本要求，结合云南脱贫户的实际经济社会和生态环

境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构建准则层(表 1)，其中，经济社会系统分解为经济效益、产业发展、就

业状况、住房保障、医疗养老保障和人口质量 6 个准则 17 个指标；环境系统分解为自然资源供给、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压力、

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扶持和生态环境效益 6个准则 17个指标。 

在经济社会系统的已有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生活、社会福利保障、生活消费水平、就业结构、

生活质量等方面加以考量，其下的具体指标涉及人均 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第三

产业占比、非公有制经济占 GDP 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比、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

医院个数、卫生机构个数、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等。从这些已有的研究

可以发现，大多数数据均来自省(市、县)较为宏观的统计数据，而本文的研究对象下沉到脱贫户，考察的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

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因此，需更多地应用脱贫户的具体统计微观数据，且在本研究中还需要考虑精准扶贫中“收入”+“两

不愁、三保障”与乡村振兴的充分衔接，基于研究主题和目的，选择了经济社会子系统的 6 个准则 17 个具体指标(具体指标测

度的均是脱贫户的相应情况)。例如资产收益户数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既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指标，又是乡村振兴生活富裕的重

要内容。 

在生态环境的已有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从自然资源供给、自然生态条件、生态环境压力(污染)、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生态效益等方面设置具体指标，包括年均降水量、年平均气温、植被覆盖度、人均绿地面积、单位 GDP能耗、工业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农业化肥投入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利用率、人均造林面积、人口密度、环保投资占 GDP比例等。同样，这些

指标数据采集也是基于较为宏观的统计年鉴数据。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脱贫户的生态环境测度指标应该既包括与

已有研究相似的共性指标，也应该包括其特有的指标。例如：自然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效益应该是与已有研究共性的指标，包括

年均降水量、年平均气温、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等，均来自《云南统计年鉴》数据；而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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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扶持则是其特有的指标，具体测度脱贫户的情况，且与乡村振兴已有研究的测度指标部分重合，如无卫生厕所户数占比、无

垃圾集中堆放点村数占比等，这些数据均来自云南省精准扶贫大数据工作平台和《云南省脱贫攻坚数据报告》中脱贫户的全样本

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择了 2017—2019 年为研究年份，应用变异系数 TOPSIS 法和原始数据，对云南下辖 16个州

市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及区域比较，再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获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以及应用 Moran’sI 指数探究云南各州市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2.1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动态评价 

2.1.1 指标权重分析 

从子系统来看，脱贫户经济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权重分别是 0.502 和 0.498，相差很小，表明生态环境系统越来越受

到人们重视，其重要程度逐渐与经济社会系统相当。从准则层来看，医疗养老保障、生态环境治理、人口质量这三项指标权重超

过 0.1，排在前三，其重要性强；其次是自然资源供给、生态扶持和经济效益，此三项接近 0.1，重要性其次。从各个具体指标

来看，人均可用水资源量、人均林果地面积、大病集中救治户数占比、医疗兜底保障户数占比、人均牧草地面积、资产收益户数

占比、生态岗位扶持户数占比、技能劳动力占比、户均生态补偿金额排在前十，具体指标的排序进一步佐证了准则层的排序。 

2.1.2 动态综合评价 

根据表 2 数据，从云南省整体考量，其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年均增速为 8.67%，且 2019 年增长

较快，比 2018年增长了 26.49%，到 2019 年已经达到中等水平。 

表 2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动态综合评价结果 

区域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较之 

2017 年的增长率/% 

2019 年较之 

2018 年的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云南 0.283 0.291 0.334 5.66 26.49 8.67 

昆明 0.301 0.384 0.400 27.57 4.17 15.28 

曲靖 0.148 0.169 0.216 14.19 27.81 20.81 

玉溪 0.262 0.286 0.319 9.16 11.54 10.34 

保山 0.194 0.189 0.288 -2.58 52.38 21.84 

昭通 0.501 0.503 0.500 0.40 -0.60 -0.10 

丽江 0.220 0.161 0.353 -26.82 119.25 26.67 

普洱 0.135 0.202 0.305 49.63 50.99 50.31 

临沧 0.341 0.254 0.255 -25.51 0.39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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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 0.215 0.151 0.185 -29.77 22.52 -7.24 

红河 0.130 0.096 0.208 -26.15 116.67 26.49 

文山 0.169 0.223 0.248 31.95 11.21 21.14 

西双版纳 0.245 0.334 0.308 36.33 -7.78 12.12 

大理 0.348 0.312 0.332 -10.34 6.41 -2.33 

德宏 0.510 0.509 0.508 -0.20 -0.20 -0.20 

怒江 0.262 0.409 0.424 56.11 3.67 27.21 

迪庆 0.550 0.476 0.502 -13.45 5.46 -4.46 

 

横向考察各个州市的综合贴近度发现，综合贴近度最高的是德宏州、昭通市和迪庆州，三个区域三年里的综合贴近度均在

0.5 左右，尽管还未进入中高等之列，但比较其他区域，其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高，接近中高等水平。昭通

市本属于云南最贫困的区域之一，之所以其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高，与近年来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扶持密切

相关。 

纵向比较，2017—2019年，综合贴近度处于中等水平之列的区域分别有 6个、7个和 11个，表明总体上云南脱贫户经济社

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2018 年相比 2017年综合贴近度增长最快的是怒江州和普洱市，达到 50%左右；不增反减，

且减速较大的是楚雄州、丽江市、红河州和临沧市，造成这样结果的可能原因如下：一是脱贫户每年都在进行动态调整，2018 年

新脱贫的农户比 2017 年脱贫的农户更贫困；二是这些州市针对 2018 年的脱贫农户，放松了对其的扶持力度，其相关政策措施

没有及时调整和加强。2019年相比 2018 年增长最快的是丽江市和红河州，超过 100%，其次是保山市和普洱市，超过 50%；不增

反减的区域减少到 3个，且减少的比率不大，表明在接近精准扶贫收官之年，各个区域均进一步加大了对贫困的治理力度，使脱

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快速提升。比较各个区域的年均增长率，10个区域呈现上升态势，6个区域出现下降状况，

总增速最快的是普洱市，下降最多的是临沧市。 

2.1.3 子系统分指标评价 

考察表 3数据，从云南省整体来看，脱贫户经济社会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贴近度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

系统的增速稍高于经济社会子系统的增速，但经济社会子系统贴近度的基数高于生态环境子系统，到 2019 年，两者均处于中等

水平之列。2017年与 2019 年属于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2018年属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型。 

表 3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各指标贴近度测算结果 

区域 

经济社会 生态环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三年平均 年均增长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三年平均 年均增长率/% 

云南 0.306 0.283 0.355 0.315 7.75 0.269 0.301 0.316 0.296 8.31 

昆明 0.409 0.440 0.620 0.490 23.08 0.205 0.337 0.200 0.247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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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 0.205 0.232 0.258 0.231 12.20 0.104 0.120 0.183 0.136 32.61 

玉溪 0.352 0.303 0.466 0.374 15.07 0.181 0.270 0.195 0.215 3.64 

保山 0.255 0.213 0.324 0.264 12.70 0.144 0.169 0.255 0.189 33.11 

昭通 0.501 0.501 0.502 0.501 0.10 0.501 0.512 0.498 0.504 -0.26 

丽江 0.177 0.103 0.334 0.205 37.29 0.259 0.224 0.371 0.285 19.57 

普洱 0.100 0.131 0.182 0.138 34.50 0.169 0.270 0.411 0.283 56.17 

临沧 0.455 0.218 0.298 0.324 -19.09 0.247 0.288 0.219 0.252 -5.74 

楚雄 0.234 0.164 0.175 0.191 -13.38 0.202 0.138 0.194 0.178 -1.77 

红河 0.144 0.081 0.230 0.151 26.27 0.118 0.110 0.188 0.139 26.35 

文山 0.271 0.371 0.342 0.328 12.48 0.082 0.103 0.166 0.117 42.73 

西双版纳 0.196 0.206 0.268 0.224 17.00 0.301 0.460 0.338 0.366 5.92 

大理 0.613 0.477 0.437 0.509 -15.63 0.139 0.168 0.240 0.182 31.48 

德宏 0.514 0.514 0.510 0.513 -0.43 0.505 0.506 0.506 0.506 0.13 

怒江 0.061 0.317 0.354 0.244 140.97 0.474 0.500 0.492 0.489 1.84 

迪庆 0.406 0.259 0.382 0.349 -3.00 0.678 0.648 0.598 0.641 -6.12 

 

考察各州市子系统的贴近度，2017—2019 年分别有 7个、7个和 10 个州市经济社会子系统贴近度高于 0.3，进入中等发展

水平之列。此外，2017 年大理市经济社会子系统贴近度高于 0.6，进入中高等之列；2019 年昆明市经济社会子系统贴近度高于

0.6，达到中高等水平。总的来看，经济社会子系统三年来均较高的有昆明市、德宏州、昭通市和大理市，其中德宏州和昭通市

三年基本一样，非常稳定；三年均较低的有普洱市和红河州，怒江州 2017 年非常低，处于低水平阶段，但 2018—2019年就直接

上升至中等水平。2017—2019年分别有 5个、6个和 7个州市生态环境子系统贴近度高于 0.3，达到中等发展水平。三年里均是

迪庆州生态环境子系统贴近度最高，处于 0.6左右，达到中高等水平。总的来看，生态环境子系统三年里均较高的有迪庆州、德

宏州、昭通市和怒江州，且四州市三年变化不大，较为稳定；三年均较低的是文山市、红河州和曲靖市，且文山市 2017 年处于

低水平之列。 

进一步考察各州市子系统贴近度的增长情况，经济社会子系统年均增长率排在前三的是怒江州、丽江市和普洱市，年均下降

率排在前三的是临沧市、楚雄州和大理市。生态环境子系统年均增长率排在前三的是普洱市、文山市和保山市，年均下降率排在

前三的是迪庆州、临沧市和楚雄州。总的来看，大多数州市两子系统贴近度处于上升阶段，少数处于下降状态，且上升幅度高于

下降幅度。 

经济社会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两者贴近度进行比较，考察三年平均值，昆明、曲靖、玉溪、保山、临沧、楚雄、红河、

文山、大理和德宏10个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昭通、丽江、普洱、西双版纳、

怒江、迪庆 6个州市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高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属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型；但昭通市和德宏州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落后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很少，几乎可以看成两者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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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耦合协调度指数 

根据表 4 数据，从耦合度来看，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较为稳定，三年均约为 0.5，云南及 16 个州市的

耦合度值全部在 0.3～0.5 之间，也就是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三年平均值中，最大的昭通市与最小的怒江

州仅仅相差 0.067，区域空间差异不大。由耦合度可知，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为增强脱贫农户的收入，生态环境遭受到一定

的破坏，环境承载力下降，不和谐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开始显现，脱贫农户的可持续发展遭到一定的阻碍。进一步分解耦

合度指数发现，云南大多数州市的耦合度处于或接近 0.5，表明系统即将或正进入磨合期，也就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加大对环境的保护并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在生态环境建设中，使得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

的良性耦合成为可能。 

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17—2019 年云南省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云南及大多数州市的耦合协调度高于 0.3，处于中度协调阶

段。观察三年平均值，德宏州和昭通市进入了高度协调的初期，红河州和曲靖市处于低度协调的后期。协调度最大的德宏州与最

小的红河州相差 0.24，区域空间呈现出一定的差距，但差距不大，大多数州市的耦合协调度围绕在 0.3～0.4 之间，较为集中。

总的来看，云南及 16 个州市脱贫户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略高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但生态环境发展增速略高于经济社会发展，

也就是对于云南脱贫户来讲，前期经济社会发展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通过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措施的实施，生态环

境发展水平提升显著。因此，在后续发展中，应坚持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并驾齐驱的策略，在加快经济社会建设

的同时，始终把生态环境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上，使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性进一步增强，逐步进入高度耦合和极度协调

阶段。 

表 4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指数 

区域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三年平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三年平均 

云南 0.499 0.500 0.499 0.499 0.379 0.382 0.409 0.390 

昆明 0.472 0.496 0.429 0.465 0.381 0.439 0.419 0.413 

曲靖 0.473 0.474 0.493 0.480 0.270 0.289 0.330 0.296 

玉溪 0.474 0.499 0.456 0.476 0.355 0.378 0.388 0.374 

保山 0.480 0.497 0.496 0.491 0.309 0.308 0.379 0.332 

昭通 0.500 0.500 0.500 0.500 0.500 0.503 0.500 0.501 

丽江 0.491 0.464 0.499 0.485 0.327 0.275 0.419 0.341 

普洱 0.484 0.469 0.461 0.471 0.255 0.306 0.370 0.310 

临沧 0.478 0.495 0.494 0.489 0.409 0.354 0.358 0.374 

楚雄 0.499 0.498 0.499 0.499 0.329 0.274 0.304 0.303 

红河 0.497 0.494 0.497 0.496 0.255 0.217 0.322 0.265 

文山 0.422 0.412 0.469 0.434 0.273 0.313 0.345 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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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 0.489 0.462 0.497 0.483 0.349 0.393 0.388 0.376 

大理 0.388 0.439 0.479 0.435 0.382 0.376 0.403 0.387 

德宏 0.500 0.500 0.500 0.500 0.505 0.505 0.504 0.505 

怒江 0.318 0.487 0.493 0.433 0.292 0.446 0.457 0.398 

迪庆 0.484 0.452 0.488 0.475 0.512 0.453 0.489 0.485 

 

2.3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应用 Geoda 软件对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C 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基于 2017—2019 年云南 16 个州市数

据计算得到的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表 5)。2017—2019年，Moran’sI指数分别为 0.046、

-0.020 和 0.101，大于其期望值 E(I)，且 Z统计量均大于 0，由于概率 P值分别为 0.130、0.242 和 0.060，也就是仅有 2019 年

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其余两年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云南 16 个州市 2017 年在空间上表现为不显著的弱集聚效应(弱正相

关)，2018 年为不显著的弱负相关性，2019 年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性，也就是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

逐步向集聚效应发展。此外，2019 年的 Moran’sI 指数大于 2017 年和 2018 年，说明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的区域差异有缩小的趋势。 

表 5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全局 Moran’sI 指数 

年份 Moran’sI 指数 Z统计量 E(I) 概率 P值 

2017 年 0.046 1.1798 -0.0667 0.130 

2018 年 -0.020 0.5001 -0.0667 0.242 

2019 年 0.101 1.7955 -0.0667 0.060 

 

为进一步揭示云南各个研究单元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高值与低值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了解局部空间差

异性，应用局部 Moran’sI 指数得到局部空间关联格局。将云南 16个州市的局部空间格局划分为四类：高高集聚区(H—H)，表

明州市自身和相邻州市脱贫户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高且区域差异小，呈现空间正相关性；高低集聚区(H—L)，表明州

市脱贫户自身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高，但相邻州市较低，呈现空间负相关性；低高集聚区(L—H)，表明州市脱贫户自身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低，但相邻州市高，也呈现空间负相关性；低低集聚区(L—L)，表明州市脱贫户自身和相邻州市的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均较低，且空间差异性小，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性。 

应用 Geoda 软件绘制得到云南脱贫户 2017—2019 年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 Moran’sI 散点图(图 1)。位于第一

和第三象限的州市对应的是空间正相关，也就是具有均质性；位于第二和第四象限的州市对应的是空间负相关，也就是具有异质

性。2017年，落在第一象限的州市共有 2个，落在第三象限的州市共有 7个，两者合计 9个，占比 56.25%；2018 年，落在第一

象限的州市共有 1 个，落在第三象限的州市共有 7 个，两者合计 8 个，占比 50.00%；2019 年，落在第一象限的州市共有 3 个，

落在第三象限的州市共有 8个，两者合计 11个，占比68.75%。这个比例的增加表明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接

近的州市在空间上的集聚性增强，具体表现为高高集聚区增加，低低集聚区减少。落在第二、第四象限的州市有所减少，也就是

局部非相似性不断降低，两者促使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而空间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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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各个州市的空间位置发现(表 6)，落在第一、四象限，也就是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高的州市中，昭通、怒

江、迪庆这类精准扶贫阶段贫困程度深的州市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反而高；而玉溪、曲靖等精准扶贫阶段贫困

程度较低的州市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却低，这表明在精准扶贫阶段，越贫困的区域，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其贫困

户的支持越大，也意味着脱贫户受到的相关扶持政策越强(脱贫户脱贫出列后，其帮扶政策不变)，由此出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较低的区域，其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却高的状况，看似矛盾，却是符合现实的。 

表 6各类集聚区对应的州市 

年份 第一象限(H—H区) 第二象限(L—H区) 第三象限(L—L区) 第四象限(H—L区) 

2017 大理、迪庆 保山、丽江、怒江 
曲靖、玉溪、普洱、楚雄、 

红河、文山、西双版纳 
昆明、昭通、临沧、德宏 

2018 怒江 保山、丽江 
曲靖、玉溪、普洱、楚雄、 

红河、文山、临沧 

西双版纳、昆明、昭通、 

德宏、大理、迪庆 

2019 丽江、迪庆、怒江 保山、大理 
曲靖、玉溪、普洱、楚雄、 

红河、文山、临沧、西双版纳 
昆明、昭通、德宏 

 

进一步考察 2017—2019年云南各州市的空间LISA图(图 2)，三年里，高—高关联区由 2个减少到 1个，再增加到 3个，尽

管发生了一定的转移，但这些州市主要位于西部。高—低关联区由 4个增加到 6个再减少到 3个，其中，德宏州、昆明市和昭通

市一直处于高—低关联区，没有变化，这些州市主要位于北部和西部。低—高关联区由 3 个减少到 2 个，这些州市主要位于西

部。低—低关联区的个数最多，三年里均集聚于东南部。总的来看，云南 16个州市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局部

空间格局为高—高区、低—低区和低—高区集中式分布，而高—低区离散夹杂式分布，且呈现出西高东南低的“阶梯状”[33]。 

 

图 1 2017—2019 年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 Moran’sI 散点图 

3 结论和建议 

对云南及各州市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有助于掌握云南及各州市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

展的总体发展程度和区域差异；应用耦合协调度探究经济社会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有助于掌握在精准

扶贫向乡村振兴过渡阶段，脱贫户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一致性和和谐性；通过莫兰指数测度云南及各州市脱贫

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有助于深刻认识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性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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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和建议。 

3.1 研究结论 

3.1.1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测度方面的结论 

在指标权重方面，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权重相当，几乎认为两者同等程度重要。准则层中，医疗养老保障、

生态环境治理和人口质量的权重占比较高，倾向性认为这三项最为重要；指标层中，排名前十的10项指标中，医疗养老保障和

生态扶持各有 2 项，生态环境治理有 3 项，人口质量、经济效益和自然资源供给各占 1 项，进一步表明医疗养老保障和生态环

境治理的重要性。 

从动态综合评价来看，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已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德宏州、昭通市和迪庆

州的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已接近中高等水平；大多数州市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是逐年上升的，

少数区域呈下降态势，临沧市和楚雄州的年均下降幅度最大。 

从子系统分指标评价来看。云南脱贫户的生态环境子系统增速稍高于经济社会子系统，两者均随时间的推移递增到中等水

平。2017 年与 2019 年处于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型，2018 年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型。从各个州市来看，2017—2019 年，脱贫户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是德宏州、大理市和昭通市，较低的是普洱市、红河州和楚雄州；生态环境发育程度较高的是迪庆州、

德宏州和昭通市，较低的是文山市、曲靖市、红河州、楚雄州、大理市和保山市。从三年均值考察，有 10个州市属于生态环境

滞后型，6个州市属于经济社会滞后型。 

3.1.2 耦合协调度方面的结论 

从耦合度来看，云南及 16个州市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也就是当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

社会发展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开始显现，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

力减弱，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阻碍。进一步观察耦合度值，大多数处于或接近 0.5，系统即将进入磨合期，表明环境保

护力度日益增加，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耦合成为可能。从耦合协调度来看，除红河州和曲靖市处于低度协调的后期、德宏

州和昭通市处于高度协调的初期以外，云南及其余州市均处于中度协调阶段。 

 

图 2 2017—2019 年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 LISA 聚集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云S(2017)04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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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空间格局方面的结论 

从全局自相关分析来看，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到 2019 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且区域差异有缩小

趋势。从局部自相关分析来看，处于高—高区和低—低区的州市个数出现先减后增现象，总体集聚性大于离散性，但处于高—高

区的州市过少，对周边州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在空间上，除高—低关联区呈现离散夹杂式分布外，其余集中分布，主要表现

出东南部低西部高的“阶梯状”。 

3.2 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在经济社会子系统中，着重提升医疗养老保障力度和人口质量水平。对于集山区、边境和民族为一体的云南来讲，其精

准扶贫阶段贫困面广程度深，刚脱贫农户的生计资本还较弱，容易出现因病、因年老体弱返贫风险，而医疗养老保险系统的保障

程度是阻止其返贫的重要防范手段，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人口质量是阻碍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进乡村学校教育和

社会教育，提升人口质量是稳定脱贫成效、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 

二是在生态环境子系统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云南农户早期刀耕火种、毁树造农地等行为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尽管

在精准扶贫阶段，人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加强，且各级政府均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治理，如通过退耕还林、生态补

偿、兴修水利等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但还存在人居环境整治不到位、工程质量不过关等问题，需要层层把关，并通过制定规范、

第三方监管等措施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三是根据各州市综合贴近度和子系统贴近度值的不同，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以推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

发展。对于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下降的州市，要着重考察是哪些因素制约了这些区域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发

展，并通过相应改进措施和手段加以推进。对于生态环境发展滞后的州市，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放松生态环境保护，

且生态环境子系统增速还应高于经济社会子系统增速，否则，无法实现两者同步协调发展；相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州

市，在推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时，其经济社会子系统增速应高于生态环境子系统增速以实现两者同步协调发展。对于经济

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程度均较低的州市，这些区域的脱贫户返贫风险高、脱贫稳定性差，与乡村振兴衔接困难，政府应着重加以

关注。 

四是针对云南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状况，应在加大相关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如何提升资源

的利用效率和配置的优化，由此推进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考虑到精准扶贫阶段，贫困面广和程度深的州市的

脱贫户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反而高的现实情况，应关注经济条件较好的州市脱贫户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态势，

通过空间定位、网格化管理、制定帮扶措施等，发挥州市内部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的辐射带动作用。 

五是在空间上，推进高—低区向高—高区的转化，提升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高的州市对相邻州市的辐射带动效应。

并根据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低的各州市的具体情况，从经济效益、产业发展、就业状况、住房保障、医疗养老保障、人

口质量和自然资源供给、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扶持、生态环境效益的实际贴近度制定针对性政策，推

进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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